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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勞工運動的歷史制度論觀點：

回應呂建德教授的評論

何明修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出版一本學術專書除了帶來個人的成就感，獲得同儕仔細的專業

閱讀與批判更是令人感到興奮，透過不同視野之間的辯證，以豐富某

一知識議題探索的廣度與深度。呂建德長期研究社會政策的形成脈

絡，近來更親身參與實際務面的政策制定。一般而言，社會政策研究

者經常將勞工動員或階級政治視為一個重要自變項，以解釋不同國家

的相異政策選擇；相對於此，社會運動研究主要關切運動風潮如何興

起與衰退，因此，經常將動員與運動視為依變項。或許，這是呂建德

與筆者在對話背景上最明顯的差異。儘管有這樣的分歧，在八千多字

書評中，呂建德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來整理、重述了拙作的主要論

證，我感謝評論者的支持。相對於目前筆者所能找到的兩篇書評 (Gold

2015, Lee 2015)，呂建德的提問是更加深入，也涉及了理論與方法論

層次。

接下來只處理書評所提出的三項質疑：

(1)勞工團結的基礎何在？其共同利益又是什麼？

(2)附著於企業體制的技術培訓是否使得國營事業勞工運動最後走

上保守化的道路？

(3)要如何比較不同形態的勞工運動？

要釐清這些疑問，關鍵還是要回到拙作所設定的理論架構，也就

是歷史制度論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如何看待勞工運動。從這個

理論的觀點出發，既有的社會規則往往具有分化亦或是團結人群的作

用，因為這些規則帶來了不同形態的利益分佈。從 E. P. Thompson以

降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強調共同經驗、論述、語言的力量，使得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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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凝聚成一股改變社會的力量。歷史制度論與文化馬克思主義都共

同反對粗糙的經濟決定論，後者主張勞工抗爭是工業化、工廠體制、

甚至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直接產物。然而，歷史制度論進一步強調，

觀念的元素如果要發揮力量，還是要附著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之上，使

得參與其中的人們實際感受特定觀念的作用；換言之，文化是有賴制

度條件的配合，論述最終還是得體現在日常實踐之中。

其次，文化馬克思主義通常只選擇性處理勞工運動高漲的歷史時

期，而忽略了更長期的勞工沈寂，如此就無法解釋，相同的共同經

驗、論述或是語言等觀念的元素，為何在承平時期無法發揮效果。相

對於此，歷史制度論注意到既有的社會規則會產生不同方式的作用，

有時強化階級團結，有時弱化階級團結，甚至也有可能驅使階級成員

共同採取某種非階級的認同。在拙作的歷史考察中，一直到 80 年代

末期自主工運登場之前，台灣的國營事業勞工是受制於種種制度切割

與分化，其中包括了族群身分（外省人比本省人處於更有利的地

位）、黨國體制（國民黨員更容易獲得晉升機會）、內部勞動力市場

（主管掌控了下屬的生涯機會），如此阻礙了階級團結的浮現。進一

步而言，這些分歧化的規則儘管阻止了貨真價實的勞工運動出現，但

是也促成勞工採取了形形色色抵抗，包括 228事件中的工廠自衛隊、

50年代初挑戰族群歧視的地下黨運動、對於黨國體制動員的種種「行

禮如儀」(ritualism)之因應、向主管巴結、送禮等拉關係的行為等。

因此，回應書評第 1 項質疑，到底 80 年末期的國營事業勞工運

動之制度基礎是什麼？我的答案就是事先就存在的廠場工會與其強迫

入會的規定。隨著廠外的政治局勢改變，黨部不再能剝奪工會會員自

主選舉工會幹部的權利，情治人員再也無法鎮壓基層勞工的串連行

動，一旦異議勞工掌握這項組織武器，共同的工會會員身分就有助於

形塑出廠內勞工的共同利益。

在拙作中，我在幾處說明了這項論證：(1)當國民黨在 50年代布

建工廠內的黨國體制時，修改了古典列寧主義的設計，賦予國營事業

工會大量的資源與福利任務，黨部直接寄生於公司的行政部門，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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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會的關係較為薄弱。因此，埋下了日後工會脫離黨部，甚至是挑

戰黨部的結構條件 (pp. 133-134)。(2)即使在工會自主化之前，會員每

個月薪水都自動扣繳會費，這項措施帶來了某種利害相關人意識 (a

sense of stakeholding)，因此，會員期待工會幹部能改善其待遇與福利

(p. 137)。(3) 煉油廠自主工會運動之所以成功，原因在於領導人採取

了基層優先、一視同仁的勞資協商策略，使得所有工會會員都能獲

利，而不是只偏袒某一部門或某種職位的員工。再且，自主工會的基

層運作也消解了原先導致分歧的職位政治與族群政治。即使外省籍、

親國民黨的員工也願意在工會選舉中支持親民進黨的幹部，而且工員

主導的工會也願意積極幫受委屈的職員爭取應有的權益 (pp. 157-162)。

(4) 基於上述的理由，在 90年代自主工會運動的黃金時期，我認為出

現了一種「立基於工會會員身分的準階級團結」(quasi-class solidarity

based upon union membership)(p. 187)，當時的國營事業工會不只爭取

廠內的權益，在廠外也與專業的工運組織合作，積極參與各種有利於

所有勞動者的修法抗爭。國營事業工會幹部誓言協助更弱勢的民營部

門勞工，形成一個更廣大的運動聯盟 (p. 165)，這些具有廣大視野的工

會想像，追根究柢還是來自於基層的廠場工會組織。

其次，第 2 項質問是關於技術與技術形成 (skill formation) 的問

題。在當初撰寫書稿時，我是沒有打算考慮勞工的技術。呂建德的評

論提醒了這一點，這樣的忽略是需要說明的，尤其是因為有些歷史制

度論學者關注技術問題如何影響勞工團結。Kathleen Thelen是歷史制

度論的重要學者，她的成名之作即是解答這樣的謎團：為何在先進工

業國家中，只有德國工會掌握技術培養的機制，因此強化了勞工與資

本家議價的資源 (Thelen 2004)？同樣地，Perry (1993)研究 30年代上

海的勞工抗爭，她指出這樣的現象：來自華北的無技術苦力通常被國

民黨與青幫所吸收，而在地與來自南方的工廠技術工人則是傾向於支

持共產黨。如此一來，技術擁有與否也是一股分化勞工階級社會規

則。

在此，容我說明為何拙作決定不討論技術的因素，而側重於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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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黨派身分、公司職位的社會分歧。首先，在台灣的國營事業人事

制度中，無論是先前的品位制，亦或是 60 年代後全面推行的職位分

類，決定起薪與起始職位的最重要因素仍是學歷，而不是證照或技

術。其次，在族群、黨派、關係文化所嚴重扭曲的升遷制度中，技術

能力鮮少是被考慮的因素。事實上，許多在廠外兼差打工的國營事業

勞工經常抱怨，自己技術是在廠內不被重視的 (p. 125)。最後，在糖廠

與煉油廠，也不是所有的員工都屬於技術勞工，嚴格講應該只有現場

輪班人員才算是，因為他們懂得在高 高壓的環境下，操作具有危險

性的生產線設備。然而，他們的組成比例都不高，在糖廠不到三成，

在煉油廠也不到五成 (p. 167)。因此，相對於族群、黨派身分、公司職

位，對於國營事業員工而言，技術不是一項明顯的制度分歧。

呂建德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另類解釋可能：是否台灣國營事業勞

工運動的退潮，喪失了建構跨公司、跨廠場的階級團結之企圖心，原

因在於他們的技術是依附在生產組織，因此傾向於認同企業，而不認

同更廣大的勞工階級？如果這個命題可以成立的，台灣國營事業勞工

的選擇邏輯就十分接近日韓大財閥的勞工。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具

有創意，但是悖離台灣現實的大膽臆測。在此，我主要有兩個理由：

首先，糖廠與煉油廠以往都有採取高職建教班的制度，企圖取得高素

質的技術勞工。就其設計而言，建教班出身的員工應有更高的企業認

同，也較為保守，因為他們自身的技術更是依賴生產組織的培訓。然

而，80年代末期的糖廠自主工會運動即是通過建教生的人際網路串連

(p. 169)；此外，在煉油廠的田野研究中，我也遇過建教生出身的工會

幹部，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更依附企業。其次，無論其培訓過程為何，

國營事業現場操作人員的技術也不見得是不能移轉的。在 2000 年前

後，台塑六輕開始量產，當初就從中油挖角不少資深的老班長，以協

助處理開爐的問題（何明修 2008: 28）。這些事例指出，國營事業的

技術勞工不必然有更強的企業認同，他們的技術也有可能跨企業移

轉。

呂建德最後的、也是最嚴苛的提問，是關於勞工運動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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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法論。拙作提出這樣的研究問題，為何都是起源於解嚴後國營事

業自主工會運動，但是糖廠工會一直沒有獲得自主性，甚至到 2000年

政黨輪替之後，國民黨黨部仍維持運作；相對地，煉油廠勞工卻具有

十分的抗爭性格，這使得石油工會曾被認為「台灣工運的火車頭」？

拙作提供的解答在於：糖廠與煉油廠勞工之間的人際關係呈現截然不

同的形態，這使得兩種勞工在進行抗爭動員時所要克服的成本明顯存

在差異。在糖廠，個別廠場的規模較小、現場輪班人員比較少、大部

分的勞工都是居住分散的自有住宅，而不是公司宿舍區；相對於此，

煉油廠勞工眾多而同質性高，而且具有空間上的集中性，因此較容易

發起集體行動。我認為這些觀察符合趙鼎新所提出的生態學原則 (Zhao

2001)，也就是說，促進抗爭動員的人際網路通常具有地理上的聚集

性，在不同群體上呈現相異的形態 (pp. 165-169)。

拙作在這方面的嘗試沒有獲得呂建德的接納，因為他認為糖廠與

煉油廠歷史結構差異太大，不能適用「最大相似方法」(the most similar

system method) 的比較方法。對於這項批評，我提出下列的解釋：(1)

拙作在一開頭有提到，台灣戰後的國營部門十分多元，選擇台糖公司

與中油公司的勞工做為比較個案，是因為他們都具有殖民工業化的起

源（與中船、中鋼不同）、公司規模較大（不同於台機、台肥、公賣

局等）、屬於製造業（不同於銀行，或是鐵路局、台汽）(pp. 23-24)。

簡而言之，這些特性就形成了相似的背景變項。(2) 在第 3、4、5、6

章的分析，筆者指出兩間國營事業在戰後經歷了新殖民主義的接收、

黨國體制的進駐、內部勞動市場改造等衝擊，而且其勞工的抵抗行為

也有高度的相似性，從早期的地下黨運動到 70年代的兼差打工風潮。

第 7章前半部進一步指出，解嚴促成十分類似的自主工會運動，異議

勞工在廠內挑戰黨部的控制，在廠外與反對黨聯盟，在 1989 年的立

委選舉中，糖廠與煉油廠的工會幹部以民進黨或工黨名義參選，儘管

他們都沒有成功當選。這些一致的背景構成了可以相互比較的共同基

準，因此研究問題就可以更聚焦於：為何煉油廠的勞工運動可以在

1989年的選戰失利後仍舊前進，而糖廠的異議勞工卻從此消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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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拙作也有聲明，生態學的解釋只是基於兩個案比較所提出的研究假

設，未來可以納入更多的國營勞工，以進一步檢證其可概化性 (p. 204

fn. 20)。

呂建德的閱讀似乎是從 1945年直接快轉到 1987年，而忽略了戰

後四十幾年間新殖民主義、黨國體制、內部勞動市場所帶來的深遠制

度性形塑作用，已經將兩種不同性質的產業勞工同質化為具高度相似

的國營事業員工。進一步來談，呂建德的批評也意味著，只要是歷史

起源不同，就不具有可比較性。這樣的方法論堅持也與既有的研究文

獻扞格不入。在勞工階級形成的研究領域，成對比較 (paired

comparison) 是常見的研究設計。舉例而言，Haydu (1988)比較英美的

機械勞工運動在 20 世紀初的差異，解釋為何英國機械勞工選擇與無

技術勞工結盟，但是美國的機械勞工卻排斥無技術加入工會。

Kimeldorf (1988)比較美國東西岸的「岸上風雲」，為何東岸碼頭勞工

的工會是採取右傾反共路線，而西岸碼頭勞工卻長期支持紅色工會。

甚至在更早，Scott (1974) 即是在比較 19世紀法國小鎮的玻璃工與煤

礦工，指出前者的技術自主性促成了更積極的抗爭行動。這些具有代

表性的著作都是勞工研究的重要里程碑，然而他們恐怕都無法通過呂

建德的方法論審查，因為跨國、跨區域、跨產業的勞工比較研究都意

味著不同個案有相異的歷史起源。簡單地說，到底個案之間是否具有

可比較性，還是要回歸到原初的研究設計與企圖要解答的問題，只憑

藉純粹的方法論原則，結局將只會是「徒法不能以自行」。

總而言之，歷史制度論的研究取徑容許我們採取更寬容的態度，

來審視種種形塑勞工團結或分化的社會規則。透過這種視角，我們得

以理解為何廠場工會體制在解嚴前成為黨部控制國營事業勞工的機

制，但是一旦政治高壓不在，卻提供了自主工會運動的組織基礎；同

樣地，為何技術在其他歷史情境曾發揮重大的影響，但是卻沒有在台

灣的國營事業形成有意義的分歧。畢竟，馬克思曾指出，人類雖然能

創造歷史，但卻總是在「既有的、現存的、從過去承繼而來的局勢」

下進行。追根究柢而言，歷史制度論的工作即是在釐清馬克思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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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到底是什麼，處於特定時空間脈絡的勞工又如何能創造他們

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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